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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然保护地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 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的重要载体, 对保护地生态系统进行实时、高频、多尺

度的监测是认知其动态变化的有效手段, 也是实现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健康管理的基石。由于目前我国没有形成自然保护地

生态系统监测网络, 缺少统一的联网监测指标体系, 导致多数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组成家底不清、动态不明, 应对生物多样

性保护新问题的能力不足, 并且在国家尺度上的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及保护成效评估缺乏联网监测数据支撑。因此, 

亟需构建国家尺度的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组成和动态监测网络, 以及一套科学、系统、规范的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联网监测

指标体系。该文针对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监测的目标和内容, 参考国内外现有的生态系统监测网络的指标体系, 

确定了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联网监测指标体系建立和选取的基本原则, 建立了一套适用于国家尺度的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

联网监测指标体系, 并在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示范。构建的指标体系针对构成生态系统的6类关键要素(生境要素、生

物要素、气象要素、土壤要素、大气和水环境要素、景观要素)制定了30个监测指标, 有效应用于森林、草地、荒漠、湿地

等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地, 能够实现对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组分和结构的现状和演变特征进行长期、动态化监

测, 并可为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和健康管理提供规范化、标准化的基础数据。 

关键词  自然保护地; 生态系统监测网络; 指标体系; 生态系统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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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tected areas are crucial to the maintenance of national ecological security and improvement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pplication of real-time, high-frequency and multi-scale ecological monitoring in the protected 
areas serves an effective means for identifying the dynamics of ecosystem, which is key to the implement of 
ecosystem health management in the protected areas.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a unified ecosystem monitoring 
and research network and the corresponding indicator system of the protected areas in China, the composition and 
dynamics of ecosystem in many protected areas remains unclear, which can dimmish the ability to cope with 
emerging issues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Lack of the data obtained from the ecological monitoring network 
can also hamper the evaluation of ecosystem health status and conservation effectiveness of the protected area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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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ational scale. As such,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a national scale monitoring and research network for the 
composition and dynamics of ecosystem in the protected areas, as well as a scientific, systematic and normative 
indicator system for this monitoring network. By addressing the aims and objectives of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monitoring in the protected areas and with reference to the indicator systems of existing ecological monitoring 
networks both in China and abroad, this study summarized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establishing the indicator system 
and the selection of indicators. Accordingly, an indicator system for the ecosystem monitoring network of the 
protected areas was established and applied to 6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for demonstration. The established 
indicator system consists of 30 indicators to comprehensively monitor changes in the 6 key elements that compose 
an ecosystem, which is habitat, biota, meteorology, soil, atmospheric and water environment, and landscape. The 
indicator system was effectively applied to monitor the long-term and dynamic changes in the status and evolution 
of ecosystem components and structures in different ecosystem types of protected areas including forest, 
grassland, wetland and desert. The normalized and standardized data achieved from the established monitoring 
network can further be used for the evaluation of conservation effectiveness and healthy management of the 
protected areas. 
Key words  protected area; ecosystem monitoring and research network; indicator system; ecosystem compo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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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将“美丽

中国”写入现代化强国建设战略目标, 为中长期生

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指明了新的历史坐标, 

对“美丽中国”建设进行了明确部署, 提出了2035年

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 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的

奋斗目标(2035目标)。“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 要

“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 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 

构建生态廊道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 提升生态系

统质量和稳定性”。自然保护地作为生态系统的核心

组成部分, 是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美丽中

国的重要载体。自然保护地是指一个明确界定的地

理空间, 通过法律或其他有效方式获得认可、承诺

和管理, 以实现对自然资源及其所拥有的生态系统

服务和文化价值的长期保育(Dudley, 2016)。自然保

护地的核心功能是保护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也是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提出, 

要“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

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构筑生物多

样性保护网络”。目前, 我国建立的自然保护地主要

包括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

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湿地公园、沙漠公园等10

余类, 总数(不含港澳台)超过12 000处, 总面积超过

200万km2, 约占国土面积的20% (欧阳志云等 , 

2020)。这些自然保护地对于保护我国自然资源和生

物多样性、维持生态系统稳定性、促进国民经济可

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近年来随着自然保护地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逐步

完善, 我国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工作取得了

显著成效, 然而在自然保护地的生态系统联网监测

方面仍然存在不足。首先, 自然保护地数目繁多、

类型多样、科研监测水平和监测指标不一等因素导

致了我国多数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组成的家底不

清、动态不明, 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新问题的能

力不足(崔国发, 2004; 王伟等, 2016; 李苗苗等, 

2020)。目前我国自然保护地仍面临着众多人类活动

或者全球变化引起各种环境问题, 包括环境污染、

外来物种入侵、酸沉降、生境破碎化、土地利用变

化等(马克平, 2016; 陈善荣等, 2020)。由于多数环境

问题存在滞后性、长效性、连锁性、复杂性等特点, 

长时间序列、大空间尺度的联网监测数据是理解其

对自然保护地生物种群以及生态系统的组分和结构

的影响的必要和关键基础数据。其次, 自然保护地

建立后, 其对生物多样性及自然资源的保护成效如

何, 其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如何, 这些方面的评估

工作需要多尺度、多层次的生态系统联网监测数据

的支撑(王伟等, 2016)。再次, 自然保护地是一个将

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纳为整体的复杂而庞大的综

合系统, 这导致自然保护地的管理存在大量不确定

因素, 例如管理行为、自然因素(气候变化)、人为干

扰等, 自然保护地的适应性管理非常必要(杨荣金

等, 2004; 韩俊丽等, 2012)。保护对象的现状及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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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评估保护成效以及制定保护措施的重要依据, 而

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联网监测获得的数据能够为保

护对象的动态变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提供推断的依

据, 通过反馈使自然保护地的管理适应变化, 并不

断通过监测-反馈-调整的动态循环过程来提高自然

保护地的管理水平和保护成效(Uychiaoco et al., 

2005; Moore et al., 2011; 杨璐等, 2014)。综上, 为了

维护我国生态安全、实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

有效保护, 亟需构建国家尺度上的自然保护地生态

系统组成和动态监测网络, 对生物多样性、大气、

水文、生物地球化学等要素开展实时、高频和多尺

度的联网监测, 并在此基础上明晰我国生态系统原

真性与完整性的保护现状及其变化趋势, 为我国自

然保护地的体系优化、保护成效提升及健康管理提

供准确、科学的基础数据。 

1  国内外相关生态监测网络及其指标体系

研究现状 

自然保护地的有效管理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

的焦点问题, 为此全球多个国家都针对自然保护地

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监测制定了监测计划和技

术方法。但自然保护地的保护范围和保护成效以及

生态系统健康管理不仅依赖于对生物和环境要素的

单点定位监测, 更需要在国家和区域尺度上的集成

和综合性监测(Myers et al., 2000; Watson et al., 

2014)。随着观测手段、数据处理能力的提升, 以大

数据为基础的联网观测成为新时代生物多样性保育

和生态系统健康管理的关键(Vihervaara et al., 2013; 

Isbell et al., 2015; Kulmala, 2018; 于贵瑞等, 2018, 

2021; Niu et al., 2020)。20世纪80年代以来, 国内外

陆续建立了多个区域、国家和全球尺度上的生态系

统研究和监测网络平台, 开展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

系统的动态监测和研究工作(Scholes et al., 2008; 

Kao et al., 2012; Li et al., 2015; Mirtl et al., 2018)。例

如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发起成立

的地球观测组织-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Group on 

Earth Observations Biodiversity Observation Network, 

GEO BON), 旨在建立现有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之

间的联系, 建立和完善生物多样性核心监测指标, 

推动生物多样性数据收集、监测方法标准化及监测

信息的共享(Scholes et al., 2008; Schmeller et al., 

2015)。GEO BON鼓励国家和地区成立不同水平的

子网络。2014年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与研究网络

(Sino BON)建立, 目标是结合多种监测方法从整体

上对中国生物多样性的变化开展长期的监测与研究

(马克平, 2015)。Sino BON采用传统监测方法和最新

技术(例如红外触发拍摄技术、卫星追踪技术、宏基

因组学技术等)相结合的模式, 对我国兽类、鸟类、

两栖爬行类、鱼类、昆虫、土壤动物、土壤微生物、

森林、草原/荒漠植物和林冠生物多样性进行监测研

究(冯晓娟等 , 2019)。美国国家生态观测站网络

(National Ecological Observatory Network, NEON)由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出资建立, 重点关注气候变化、

土地利用变化和入侵物种对生物多样性和自然资源

的影响, 促进对环境变化的深入了解和预测, 并提

出应对环境变化的对策, 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

安全提供保障(赵士洞, 2005; Kao et al., 2012)。

NEON根据美国生态气候区(根据地貌、植被、气候

和生态系统划分)建立野外站, 监测对象包括陆地

植物和动物、土壤、大气、水生生物、沉积物、水

文和水化学等。英国环境变化研究监测网络(UK 

Environmental Change Network, ECN)也是国际上重

要的生态系统研究和监测网络之一, 其目的是监测

影响生态系统的主要因子(例如气候、大气污染、土

地利用方式等)以及这些因子的变化所引起的生态

系统反应, 包括生物多样性变化、土壤和水资源的

质量改变等。ECN在生物方面的监测涵盖了陆地植

物、陆地无脊椎动物、陆地脊椎动物、浮游植物、

大型水生植物、浮游甲壳以及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

等(Sykes & Lane, 1996; Sykes et al., 1999)。中国生态

系统研究网络(Chinese Ecosystem Research Network, 

CERN)是由中国科学院发起和建立的长期监测和网

络工作平台, 其目标是以地面联网观测实验为主, 

结合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学模型等现代生态学

研究手段, 实现对我国各类生态系统和环境状况的

长期、全面的监测和研究。CERN制定了统一的生

物、气候、水文、土壤要素等指标的监测体系, 全

面深入研究我国主要类型生态系统(农田、草地、森

林、湿地、荒漠等)的结构、功能、动态和持续利用

的途径和方法, 在国家层面的生态系统变化机理研

究以及生态系统优化管理示范等方面做出了卓越贡

献(牛栋等, 2006; Li et al., 2015)。 

我国自然保护地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监测

工作起步较晚, 目前正处于积极发展的阶段。20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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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末至21世纪初, 国家林业局组织了大规模的全国

森林资源清查、湿地资源调查、野生动物资源调查、

野生植物资源调查等调查和监测工作, 自然保护地

是这些工作的重要区域。近20年来, 国家林业局、

国家环保部、国家海洋局等相关部门针对生物多样

性保护和生态环境监测制定了多个技术规范和标

准。例如, 为规范生物多样性观测工作, 2015年国家

环境保护部颁布实施了环境保护标准《生物多样性

观测技术导则》, 对植物、哺乳动物、鸟类、土壤

动物、大型真菌等多类生物多样性的观测内容和技

术方法进行了规定。针对不同类型的生态系统观测, 

国家林业局发布了《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观测指

标体系(GB/T 35377—2017)》、《湿地生态系统定位

观测指标体系(LY/T 2090—2013)》、《荒漠生态系统

定位观测指标体系(LY/T 1698—2007)》等一系列标

准和规范。针对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监测, 

国家林业局及地方环保部门也发布了行业或地方标

准, 例如《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调查规范(LY/T 

1814—2009)》、云南省《自然保护区与国家公园生

物多样性监测技术规程(DB 53/T 391—2012)》、广东

省《自然保护区主要生态因子监测技术规范

(DB44/T 1791—2015)》等。国内外学者也对自然保

护地监测的规划和指标体系构建等进行了探讨

(Parrish et al., 2003; Fancy et al., 2009; Théau et al., 

2018; 姚帅臣等, 2019)。基于上述标准和规范, 许多

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针对其保护对象的特征和区域

特点开展了监测工作, 监测内容主要是生物多样性

(鸟类、兽类、两栖爬行类、鱼类、无脊椎动物、植

物以及不同生态系统中的生物群落)、生态环境(气

象、大气环境、水文和水质、地质与土壤等)、人类

活动(例如土地利用、旅游、人文景观等)、生态安

全(例如外来入侵种、自然灾害、疫病虫害等)等方

面。目前在我国自然保护地监测工作中, 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环境是最为关注的内容(李苗苗等, 2020)。

生物多样性监测中, 鸟类和兽类监测工作开展较多, 

这主要是由于鸟类和兽类易于识别, 并且社会关注

度高; 其次是植物, 监测内容包括物种组成、种群

结构、功能性状、植被类型及覆盖面积等; 两栖爬

行类、鱼类、无脊椎动物等的监测工作重视程度不

高, 这主要是由于监测技术受限并且个体活动隐蔽

不易识别。生态环境方面的监测目前主要偏重于自

然保护地的环境质量或健康, 水文与水质、气象因

子、大气质量、土壤养分、地质结构等指标的监测

占比较高。此外, 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系统监测以及科研工作获得了更高且持久的关注和

重视程度, 而其他类型的自然保护地监测力量投入

不足(李苗苗等, 2020)。总体来说, 目前我国自然保

护地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监测工作尚未形成国

家尺度的监测网络, 并且缺乏统一、规范化、标准

化的监测指标体系和技术方法, 这严重制约了我国

自然保护地健康管理和保护成效评估。 

2  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联网监测指标体系

构建 

2.1  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联网监测的目标与内容 

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监测网络的构建以服务美

丽中国建设, 支撑自然保护地健康管理与保护成效

评估, 探索生态系统组分的变化动因机制、演化趋

势和相互间耦合作用, 解决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

大科学问题为目标, 通过制定统一、标准化和规范

化的观测指标和方法技术, 对自然保护地中反映生

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组成和功能的关键要素进行长

期观测, 获取质量可靠、规范和具有可比性的生物

群落及生态系统组分的动态信息, 揭示自然保护地

各类生态系统中生物群落及其多样性的动态变化规

律; 同时与生态系统环境要素观测数据相结合, 利

用遥感、地理信息系统和数学模型等研究手段, 掌

握生物多样性的现状与演变机制, 识别主要威胁因

素, 为深入研究并揭示我国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原

真性和完整性的现状评估和健康管理提供数据服

务。基于以上目标, 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联网监测

的内容应涵盖生态系统的基本组分, 即生物组分

(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和非生物组分(环境系统), 

具体可以分解为以下6类要素:  

(1)生境要素。反映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环境的

基本特征, 如群落类型、水分状况、土壤类型、人类

活动情况等, 为解释生物生长环境提供必要信息。 

(2)生物要素。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联网监测的

核心内容与研究主体, 也是自然保护地成效评估和

健康管理的关键指标。生物要素联网监测的重点内

容包括物种组成与种群数量、群落结构特征、物质

生产与养分循环等。 

(3)气象要素。反映自然保护地气候条件和大气

现象实时、动态变化特征, 如气压、空气温度、降水

©植物生态学报 Chinese Journal of Plant Ecology



徐梦等: 国家尺度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联网监测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   1223

 

DOI: 10.17521/cjpe.2022.0259 

等, 是研究生态系统组分长期动态变化的重要资料。 

(4)土壤要素。陆地生态系统物质和能量流动的

核心界面, 也是生态系统重要组分之一。土壤要素

的联网监测能够反映自然保护地土壤生态系统功

能及其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的动态特征及长期变

化趋势。 

(5)大气和水环境要素。反映自然保护地大气环

境和水体环境的现状与变化趋势, 包括大气干湿沉

降、温室气体排放、水循环和水化学要素等的观测。 

(6)景观要素。反映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景观格

局的动态变化特征, 用于全面、客观地揭示生态环

境变化及人类活动干扰对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和景

观变化的综合影响。 

2.2  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联网监测指标体系的构

建原则 

针对自然保护地特点, 生态系统联网监测指标

的确定应依据以下原则:  

(1)体现联网监测目标。紧扣不同类型自然保护

地生态系统特点, 选择能够体现自然保护地生物多

样性、自然环境动态变化的监测指标。监测指标的

选择需要以保护地生态监测的目标为依据, 能够反

应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组成和结构的重要参数(如

动植物种类组成、种群数量及群落组成特征等)以及

关键生境因子(包括气候、土壤、水环境等)。 

(2)体现长期动态变化。长期、大尺度的联网监

测对揭示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组成结

构特征及演变趋势十分重要, 因此应选择具有长期

监测意义、对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动态变化有关键

指示作用的指标。有些指标虽然重要, 但是在长期

时间尺度上意义不大, 则不宜选择。 

(3)监测项目易实施、可操作性强。我国自然保

护地类型多样, 不同类型或区域的自然保护地所具

备的科研监测条件不一, 执行生态监测工作相关人

员的科研素质也可能参差不齐。为确保自然保护地

生态系统联网监测的时间延续性, 应当尽可能选择

简单可靠、容易实施、可操作性强的指标和方法, 避

免因经费、人为因素等导致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联

网监测工作中断。 

(4)标准性原则。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演变特征

需要长时间序列、大空间尺度的联网监测数据为支

撑, 因而联网监测数据的可比性至关重要。因此针

对各个监测项目, 应尽可能地选择国家标准以及国

内外普遍采用的监测方法和技术, 不成熟的、处于

实验阶段的方法不宜采用。 

(5)样地保护原则。自然保护地设置的核心目标

是保护典型的、特有的、重要的生态系统或生物类

型, 因此联网监测选择的指标应尽可能地减少对样

地及样线上野生动植物的干扰和破坏。一些具有破

坏性的监测指标尽管具有重要意义, 也应尽量避免

选择或限制其监测强度。 

(6)兼顾科学性和应用性。联网监测获得的数据

是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保护成效评估

及健康管理的基础信息, 因此在选择监测指标时应

兼顾科学性和应用性, 既能满足生态学研究, 也能

服务于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和健康管理。 

2.3  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联网监测指标体系 

通过分析国内外已有的生态系统监测网络的指

标体系研究现状, 结合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和生

态系统联网观测的特点, 以及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

评估、健康管理的目标要求, 构建了自然保护地生

态系统联网监测指标体系(表1)。该指标体系针对构

成生态系统的6类要素(生境要素、生物要素、气象

要素、土壤要素、大气和水环境要素、景观要素)

制定了30个监测指标, 能够实现对自然保护地生态

系统组分和结构的现状及其动态变化进行准确可靠

的评价分析, 并为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和健康

管理提供统一、标准化的基础数据。 

生境要素是对自然保护地物种栖息环境的描述, 

能够反映该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的基本组成和特征, 

是联网监测不可缺少的基础资料。生境要素监测的

指标大多数可以通过直观的观察进行定性描述, 例

如植被类型、植物群落名称、地形地貌、人类活动

等, 少数项目则需要通过测量进行定量描述。生境

要素指标的监测频率一般为每5年1次, 如在短时间

内有剧烈变动则需及时记录。 

生物是生态系统的核心部分, 是生态系统结构

和状态的直接体现者, 是生态系统功能的真正实现

者, 因此生物要素监测是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联网

监测的核心内容与研究主体。作为生态系统的生产

者, 植物群落的监测是自然保护地生物要素联网监

测的重点关注内容, 包括植物多样性与群落结构、

生物量与养分循环等, 需要在每年的固定时间(通

常是植物生长季)通过野外调查采样和室内分析进

行监测(吴冬秀等, 2019)。野生动物种群(鸟类、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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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等)可根据生态监测条件进行定期或动态

(季节动态或实时动态)监测(李晟等, 2014; 朱淑怡

等, 2017; 冯晓娟等, 2019)。例如对迁徙鸟类的监测, 

可根据自然保护地在其迁徙路线中的地位(繁殖地、

越冬地、停歇地), 在其活动时间进行监测(《生物多

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鸟类(HJ 710.4—2014)》)。此外, 

土壤微生物群落也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分, 需要每

年在植物生长季(或不同季节)通过土壤样品采集进

行测定和分析。 

自然保护地气候条件和大气现象的实时、动态

变化特征是研究生态系统长期动态变化的重要资

料。目前生态监测或科研条件较好的自然保护地(例

如自然保护区), 可以利用气象辐射自动观测系统

(即自动气象站)对关键气象要素, 包括气压、风、降

水、气温等进行实时、连续在线监测。对于部分科

研条件欠缺的自然保护地, 则需要人工对气象要素

进行定时观测。 

土壤是地球关键带的核心界面, 具有保障生产

力、碳固存、养分循环、气候调节、维持动植物健

康等重要生态系统功能, 是维系地球生命的关键组

分。土壤中包含了非生物组分和生物组分, 自然保

护地联网监测中的土壤要素主要针对土壤非生物组

分, 监测内容包括土壤的物理性质(例如土壤密度、

土壤机械组成), 化学性质(如酸碱性、养分含量)以

及主要污染物等。土壤要素的联网监测通常针对表

层土壤(0–20 cm), 因为表层土壤是陆地生态系统物

质交换、能量流动、生物相互作用最为活跃的层次。

对于具备一定条件的自然保护地, 也可对土壤剖面

(0–10、10–20、20–40、40–60、60–100 cm)上各指

标的变化进行监测。 

自然保护地的建立有助于生态系统环境质量的

维持和改善, 然而大气污染、全球变化、水体污染

等多种全球性、广域性环境问题也同时在影响自然

保护地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因此, 全面的生态系

统监测网络, 除了监测生态系统各组分之外, 还应

监测可能引起生态系统组分变化的大气和水环境指

标, 包括大气干湿沉降、温室气体排放、水质情况

等, 不仅有助于理解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演变的环

境驱动因子, 也能助力环保部门协同制定碳减排、

大气和水污染治理等重大环境问题。由于表征大气

和水环境的指标多需要动态监测, 且对分析仪器和

技术有一定要求, 因此不作为自然保护地联网监测

的核心内容, 鼓励具有一定科研能力的自然保护地

进行监测。 

由于自然保护地原真生态系统的演变通常具有

动态性、长期性、广域性等特点, 样方水平上的传

统地面调查获取的是有限的“点”数据, 许多关键观

测数据(例如净初级生产力、植被覆盖等)在拓展到

区域和国家尺度进行动态分析和评估时存在诸多困

难(何兴元等, 2018)。随着无人机、光谱、激光雷达

等技术的快速发展, 生态系统动态数据的时空分辨

率不断提高, 依靠上述先进的通讯信息、遥感探测

和图像解析处理等技术, 能够获取高频度的、统一

标准的大尺度生态系统动态变化参数(Skidmore et al., 

2015; Paganini et al., 2016; 郭庆华等, 2020)。因此, 

以高分辨遥感数据为基础, 通过图像解析和数据处

理, 分析表征植被信息的重要参数, 并结合景观格

局的时空变异分析, 能够实现以统一的尺度标准追

踪和明晰自然保护地植被和景观格局的动态演变特

征, 并解析造成区域尺度变化的机理过程。自然保

护地景观要素联网监测的内容包括表征植被覆盖

率、植物生物物理特征及生产过程的重要参数如植

被指数、净初级生产力等, 以及景观格局指数例如

景观多样性指数、景观破碎化指数等(陈利顶等, 

2008)。考虑到景观要素监测指标的获取和分析对遥

感数据解析、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有一定的要求, 

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可通过与相关高校或者科研院

所合作, 对景观要素开展长期动态监测, 从而形成

对自然保护地整体状态与变化特征的观测。 

3  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联网监测应用示范 

为推动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监测网络的构建与

示范, 本文依托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美

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工程”, 选择森林、草地、荒漠

和湿地不同类型的代表性自然保护地, 基于自然保

护地生态系统联网监测指标体系(表1), 在各保护地

开展从个体、群落到生态系统尺度的生物要素监测, 

并结合大气、土壤、水文等环境要素监测, 以及区域

尺度的植被覆盖与景观动态监测, 构建自然保护地

生态系统组成与动态的标准化和多尺度动态数据库, 

并推进数据集建设与共享。 

3.1  监测网络构成 

目前初步选择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构建自然

保护地生态系统监测网络(图1; 表2), 包括了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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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湿地和荒漠4类生态系统, 对我国自然保护地

主要类型具有较强代表性。长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位于吉林省东南部, 是我国成立最早的自然保护

区之一, 主要保护对象是温带森林生态系统、典型火

山地貌景观以及珍稀动植物资源。长白山自然保护

区是我国温带面积最大的原始林保护区, 属于欧亚

大陆东北部典型植被类型, 具有明显的植被垂直带

谱, 随海拔升高依次分布着红松(Pinus koraiensis)阔

叶林带、云冷杉林带、亚高山岳桦(Betula ermanii)

林带、高山苔原带等。古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

于浙江省开化县西北部, 地处浙赣两省交界处, 主

要保护对象为国家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白颈长尾雉

(Syrmaticus ellioti)、黑麂(Muntiacus crinifrons)及其栖

息的森林生态系统。古田山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以

甜槠(Castanopsis eyrei)、木荷(Schima superba)和青冈

(Quercus glauca)为优势种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原

生植被, 是中国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Sino BON)和

中国森林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CForBio)的核心区

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广东省肇庆市东

北部, 主要保护对象是地带性南亚热带季风常绿阔

叶林。鼎湖山自然保护区蕴藏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被

生物学家称为“物种宝库”和“基因储存库”。保护区内

具有400多年记录历史的地带性森林植被——南亚热

带季风常绿阔叶林和其他多种保存完好的森林类型, 

被誉为“北回归沙漠带上的绿色明珠”。锡林郭勒草原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浩特市境

内, 主要保护对象为草甸草原、典型草原、沙地疏林

草原和河谷湿地生态系统等。锡林郭勒草原自然保

护区是我国在温带草原建立的第一个自然保护区, 

其分布的温带典型草原对于欧亚大陆草原具有广泛

的代表性。西鄂尔多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跨内蒙

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和乌海市两个行政

区, 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向黄河谷地过渡的区域, 主

要保护对象为四合木(Tetraena mongolica)、半日花

(Helianthemum songaricum)、沙冬青(Ammopiptanthus 

mongolicus)、绵刺(Potaninia mongolica)等多种古老

的第三纪孑遗濒危植物和荒漠生态系统。西鄂尔多

斯自然保护区属于典型的暖温带大陆性气候, 其独

特的地形地貌及古地理环境是许多珍稀动植物, 特

别是古老残遗植物的“避难所”, 是国际公认的亚洲

干旱区生物多样性和地质历史变化研究的关键性地

带。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青藏高原东

缘, 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境

内, 主要保护对象是黑颈鹤(Grus nigricolli)、白鹳

(Ciconia ciconia) 、 玉 带 海 雕 (Haliaeetus 

leucoryphus)、胡兀鹫(Gypaetus barbatus)等多种国

家重点保护珍稀野生动物以及高原沼泽湿地生态

系统。若尔盖湿地是中国第一大高原沼泽湿地, 也

是世界上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高原泥炭沼泽, 

同时也是青藏高原高寒湿地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 

 

 
 

图1  中国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监测网络。 
Fig. 1  Ecosystem monitoring and research network of nature reserv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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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以来, 我国先后在上述6个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内建立了生态系统长期定位监测研究站, 对保

护区内代表性的生态系统类型开展了动植物多样

性、初级生产力、凋落物分解、旗舰动物的种群动

态、微生物群落组成与多样性以及关键生态环境因

子等方面的监测, 建设了较为完善的生态监测基础

设施, 具备良好的科学研究能力, 陆续被纳入CERN

台站及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为开展自然保护

地生态系统联网监测与示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2  联网监测与数据集成 

2019年起在上述6个代表性国家自然保护区基

于统一、标准化的指标体系和方法规范, 通过野外

调查、室内分析、遥感等技术手段, 对自然保护地

生境、生物、气象、土壤、大气和水环境以及景观6

类生态系统要素进行多动态监测。为实现联网监测

数据的有效集成和共享, 各保护区的监测数据需要

使用统一的数据汇交模板进行提交。联网监测数据

汇交模板使用Microsoft Excel制作, 不同生态系统

(森林、草地、荒漠、湿地)各形成1个Excel文件。

Excel文件中的每个数据表(Sheet)为生态系统要素

及其包含指标的数据集, 根据不同生态系统进行编

号(森林为F, 草地为G, 荒漠为D, 湿地为W), 并规

定了联网监测指标的数据集清单和数据提交格式范

本。以森林生态系统为例, 联网监测数据提交模板

包含8个数据表, 分别是F01 (生境描述)、F02 (森林

植物群落物种组成)、F03 (森林植物群落特征)、F04 

(森林优势植物元素含量)、F05 (森林动物种类及数

量)、F06 (森林土壤理化性质及微生物)、F07 (森林

气象要素)、F08 (森林大气和水环境要素)。遥感数

据使用专用储存设备进行提交和上传。联网监测数

据每年汇交一次。汇交的联网监测数据经过审核后, 

分别集成为自然保护地生物要素联网监测数据库

(包括动植物群落物种组成与群落特征、生物多样

性、生物量、土壤微生物等指标或监测项目)、自然

保护地环境要素联网监测数据库(包含气象、土壤、

大气和水环境相关监测指标和项目)以及自然保护

地景观要素联网监测数据库(包括植被指数、净初

级生产力, 以及景观多样性和破碎度等相关景观

指数)。 

3.3  初步成果 

(1)通过在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联网

监测的固定样地开展群落调查、植物及土壤样品采

集、实验室测定等工作, 分析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

生物多样性、群落组成和土壤环境的基本特征, 并

初步阐明植物多样性、土壤碳氮含量等核心监测指

标的生物地理分布格局特征(图2)。生物多样性保护

是自然保护地建设的核心目标之一。植物作为生产

者, 其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态系统功能及其稳定性

至关重要(Tilman et al., 2006; Isbell et al., 2015), 是 

 

 
 

图2  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样地植物物种丰富度和土

壤碳氮含量特征(平均值±标准误)。CB, 长白山自然保护区; 
DH, 鼎湖山自然保护区; GT, 古田山自然保护区; WO, 西
鄂尔多斯自然保护区; XG, 锡林郭勒草原自然保护区; ZG, 
若尔盖湿地自然保护区。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各自然保护区之

间差异显著(p < 0.05)。 
Fig. 2  Plant species richness, soil carbon and nitrogen 
contents in monitoring plots of six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in 
China (mean ± SE). CB, Changbai Mountain Nature Reserve; 
DH, Dinghu Mountain Nature Reserve; GT, Gutian Mountain 
Nature Reserve; WO, West Ordos Nature Reserve; XG, Xilin 
Gol Grassland Nature Reserve; ZG, Zoigê Wetland Nature 
Reserv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six nature reserves (p < 0.05). 

©植物生态学报 Chinese Journal of Plant Ecology



徐梦等: 国家尺度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联网监测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研究   1229

 

DOI: 10.17521/cjpe.2022.0259 

自然保护地生物多样性监测的核心指标。联网观测

数据显示, 植物物种丰富度在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

自然保护区明显高于其余类型保护地, 其中位于南

亚热带季风区的鼎湖山保护区植物物种丰富度最高, 

其次是长白山、古田山和若尔盖湿地保护区, 而草

地生态系统类型(锡林郭勒)和荒漠生态系统类型(西

鄂尔多斯)保护区的植物多样性最低(图2A)。土壤是

碳氮等元素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的核心界面之一, 土

壤碳氮含量的变化可能对植物多样性、生产力、气

候变化、碳固持等生态系统性状或过程产生重要影

响(Galloway et al., 2008; Jackson et al., 2017)。联网

监测数据显示, 保护区监测样地的土壤有机碳(图

2B)及总氮(图2C)含量在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表现

出从北向南降低的趋势, 其中长白山自然保护区样

地土壤有机碳和总氮含量最高 , 平均值分别为

123.25和7.75 g·kg–1; 而在其他3类生态系统中, 表

现出随气候湿润程度增加而升高的分布格局, 即土

壤有机碳和总氮含量在湿地类型保护区高于草地类

型保护区 , 荒漠类型保护区最低 (3.24 和 0.31 

g·kg–1)。 

(2)基于近20年(2001–2021年)遥感影像数据的

解译和分析, 初步揭示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植被指

数、净初级生产力(NPP)等表征生态过程或状态的核

心参数的分布格局及其多年变化趋势(图3, 图4)。6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NPP多年平均值特征

与植物多样性分布格局类似, 森林类型保护区NPP

显著高于其余类型保护区, 鼎湖山自然保护区NPP

最高, 西鄂尔多斯自然保护区NPP最低(图3A)。NPP

的时间稳定性表征在某个时间序列下的NPP相对其

均值的恒定程度(即NPP在某时间段内的平均值与

其时间变异标准差的比值)(Tilman, 1999), 能够反

映出长时间序列下生态系统对气温、降水及其他影

响因子变化的响应程度, 可用于量化生态系统稳定

性(Tilman et al., 2006)。在2001–2021年, 古田山自

然保护区生态系统NPP的稳定性显著高于其他5个

自然保护区(图3B), 表明古田山自然保护区生态系

统在应对气候变化等风险因素时具有更高的稳定

性。此外, 6个自然保护区的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

时空分布图(图4)显示, 3个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自

然保护区(长白山、古田山、鼎湖山)的植被绿度在

2001–2021年明显增加, 其中古田山和鼎湖山2个保

护区的NDVI在整体上增加程度最大。位于内蒙古的

2个自然保护区中, 锡林郭勒草原自然保护区和西

鄂尔多斯自然保护区(荒漠生态系统)的NDVI在整

体上均明显增加, 尤其是西鄂尔多斯保护区东部区

域植被绿度增加程度最高。若尔盖湿地自然保护区

的NDVI在整体上轻微增加, 其核心区和缓冲区植

被绿度的增加程度最大。总体来说, 近20年来上述6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植被保护方面成效良好。 

4  结论和建议 

本文基于国内外已有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观测网络的指标体系的研究基础, 针对自然保护

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观测的目标、内容和特点, 

结合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和健康管理等研究

需求, 初步构建了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联网监测指 

 

 
 

图3  2001–2021年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净初级生产力(NPP)
及其时间稳定性(即生态系统稳定性)(平均值±标准误)。CB, 
长白山自然保护区; DH, 鼎湖山自然保护区; GT, 古田山

自然保护区; WO, 西鄂尔多斯自然保护区; XG, 锡林郭勒

草原自然保护区; ZG, 若尔盖湿地自然保护区。不同小写字

母表示各自然保护区之间差异显著(p < 0.05)。 
Fig. 3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NPP) and its temporal 
stability (ecosystem stability) of six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in 
China from 2001 to 2021 (mean ± SE). CB, Changbai Mountain 
Nature Reserve; DH, Dinghu Mountain Nature Reserve; GT, 
Gutian Mountain Nature Reserve; WO, West Ordos Nature 
Reserve; XG, Xilin Gol Grassland Nature Reserve; ZG, Zoigê 
Wetland Nature Reserve. Different lowercase letters indicat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six nature reserves (p <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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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01–2021年6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的时空变化特征。A, 长白山自然保护区。B, 古田山自然保

护区。C, 鼎湖山自然保护区。D, 锡林郭勒草原自然保护区。E, 若尔盖湿地自然保护区。F, 西鄂尔多斯自然保护区。每

个保护区的4幅图中的NDVI分别为2001–2005、2006–2010、2011–2015、2016–2021年的平均值。红线和蓝线圈内的区域分

别表示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 
Fig. 4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in the 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 (NDVI) of the six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from 2001 to 2021. A, Changbai Mountain Nature Reserve. B, Gutian Mountain Nature Reserve. C, Dinghu Mountain Nature 
Reserve. D, Xilin Gol Grassland Nature Reserve. E, Zoigê Wetland Nature Reserve. F, West Ordos Nature Reserve. NDVI data 
used in the four plots of each nature reserve were the averages from 2001 to 2005, 2006 to 2010, 2011 to 2015, and 2016 to 2021, 
respectively. Areas circled by red and blue lines indicate the core zone and buffer zone of a nature reserve, resp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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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体系, 并在6个国家级保护区开展了3年的生态系

统联网监测示范工作。构建的指标体系根据构

成生态系统的6个关键要素(生境要素、生物要素、

气象要素、土壤要素、大气和水环境要素、景观要

素)设置了30个监测指标及其下涵盖的监测内容, 

针对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森林、草地、荒漠、湿地)

生态系统组分和结构的现状和演变特征进行长期、

动态化监测, 并可为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和健

康管理提供统一、标准化的基础数据。此外, 根据

不同自然保护地生态监测能力的差异和区域监测特

点, 可有针对性地选择和组合监测指标及项目, 建

设符合区域特点的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监测网络。

同时, 指标体系构建过程中, 监测指标和观测方法

参考了国家标准以及CERN观测规范, 有助于实现

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联网监测数据与国家生态系统

研究等其他相关观测网络数据的共享。 

目前我国拥有自然保护地12 000余处, 自然保

护地类型多样, 保护对象既包括野生动植物、代表

性生态系统, 也包括人文景观和风景区。需要指出

的是, 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侧重于生物多样性、生

态系统结构、生态系统功能等方面的监测, 以体现

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特征, 因此更加适合应

用于针对野生动植物栖息地、自然生态系统、自然

资源与自然景观设立的自然保护地(例如国家公园、

自然保护区、自然公园等)开展生态系统联网监测。

对于其他类型的自然保护地, 则要根据其特点对某

些指标进行删减或者加强观测。此外, 指标体系中

除景观要素外的大部分指标的监测多基于样地尺度, 

能够有效观测小尺度生态系统的变化。但是自然保

护地的分布面积从数十至数千km2不等, 在研究上

多属于景观或区域尺度, 传统样地调查获得的离散

数据是否或者从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整个自然保护

地生态系统状况的时空演变特征, 需进行科学验

证。建议在下一步工作中: (1)在指标体系建设方面, 

还需根据不同类型自然保护地在管理目标和功能定

位上的差异, 加强凸显自然保护地特色的要素模块

及其指标集的构建。(2)在应用示范方面, 需要细化

联网监测落地实施方案, 特别是如何设置调查样地

使其能够代表自然保护地在整个景观或区域尺度的

变化特征, 这也是影响联网监测数据能否有效应用

于自然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与健康管理的重要问

题。(3)在观测方法上, 需要在传统地面调查的基础

上更多地结合遥感观测技术, 包括卫星遥感、航空

遥感、近地面遥感, 配合搭载不同的传感器例如相

机、高光谱、激光雷达等, 能够在生态系统尺度、

景观尺度、区域尺度对多种反映生态系统结构与功

能的指标(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生产力、生物量、

植物群落垂直结构、生化组分等)开展高时空分辨率

的监测, 从而有效弥补传统地面调查方法空间观测

尺度有限的缺点(郭庆华等, 2020)。并且, 生态学研

究本身也在向着更大的尺度发展(如宏观生态学、全

球生态学等), 亟需融入新的研究技术手段, 而这些

新技术未来也可应用于自然保护地的观测, 实现空

天地一体化全方位对自然保护地生态系统进行实

时、高频和多尺度的联网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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